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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老字号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对两家“老字号”企业（鹤年堂、同仁堂）的个案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Case Study 

on Two “Chinese Old Brand” Companies （Heniantang, Tongrentang）

张　继焦

ZHANG Jijiao

 There are 1,128 companies entitled “Chinese Old Brand” (which means it has existed more 
than 50 years) by China’s Stat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 company that is able to survive or 
last for decades, a century, or even several centuries will then became an Old Brand Enterprise. It 
is a miraculous phenomenon and a valuable topic for anthropologists to research.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wo medical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Old Brand” companies (Heniantang, 
Tongrentang),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in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riods of over the past 60 years. As a result, Heniantang became 
an Ugly Duckling, and Tongrentang became a White Swan.

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 关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分析模型

　2.1 关于社会关系、资源配置与企业发展的有关理论评述

　2.2 关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分析模型

　2.3 本研究的基本调查资料和主要研究个案

3. 鹤年堂、同仁堂：两家医药“老字号”企业的基本情况 

　3.1 “老字号”医药企业个案之一：鹤年堂

　3.2 “老字号”医药企业个案之二：同仁堂

　3.3 小结

4. 1920-1980年代以前，两家“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4.1 1920-1930年代：“废止中医案”

　4.2 1950年代：公私合营对同仁堂和鹤年堂的不同影响

　　（1）公私合营中的鹤年堂

　　（2）公私合营中的同仁堂

　　（3）1950年代，公私合营对同仁堂和鹤年堂的不同影响

　4.3 1960-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对鹤年堂和同仁堂的影响

　　（1）鹤年堂

　　（2）同仁堂

5. 1980年代以来，市场转型中政府关系对鹤年堂和同仁堂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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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鹤年堂：“弱关系—弱发展”型的企业与政府关系

　　（2）同仁堂：“强关系—强发展”型的企业与政府关系

　　（3）市场转型中政府关系对鹤年堂和同仁堂的不同影响

6. 总结：两家“老字号”的两种不同命运―成为“白天鹅”？还是“丑小鸭”？

1．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1．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老字号”企业不仅是一种商贸景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现象。比如，长于唐宋、

盛于明的持续400多年的“徽商”1），如今还留下一些“老字号”企业，如至今349岁的张小泉剪

刀（创于1663年）、343岁的王致和臭豆腐（创于1669年）、337岁的汪恕有滴醋（创于1675年）、

207岁的胡玉美酱园（创于1805年）、138岁的胡庆余堂国药（创于1874年2））、137岁的谢裕大茶行

（创于1875年）、112岁的张一元茶庄（创于1900年）。一个企业之所以在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

年之后还存活下来，成为了“老字号”企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研究课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约有老字号 1 . 6 万多家。2006年，商务部开始实

施“振兴老字号工程”，并在当年颁布了第一批“中华老字号”企业名录。2008年，商务部等14

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11年，为了进一步促进“老

字号”的成长，商务部又颁布了第二批保护与促进的“中华老字号”名录。到目前为止，已有

1128家企业被国家商务部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这些企业的创立年份应为1956年以前（至少

有50年历史），它们的行业涵盖了食品类、餐饮类、中医中药类、酿造类、酒类、茶叶类、珠宝类、

手工业产品类、服装鞋帽类等几大类。

　　本文主要探讨一个需要人类学民族学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议题：在“老字号”企业的发展过程

中，企业与政府关系及其资源配置作用。那么，“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两者的关系是否密切？是否存在如下的几种情况：（1）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密切，企业不用政府

管，“自负盈亏”？（2）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密切，政府是企业的“庇护者”？（3）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密

切，政府是企业的“代理人”还是“信托人”？

　　由此，本文也许可以从一个较小的侧面，说明最近3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与

转型，而引发的“老字号”企业自身的变化与其所承载的商业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还是

连续的？

　　由此，本文也许还可以从另一个较大的侧面，说明中国经济崛起的推动力和发展方式，是自

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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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分析模型2．关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分析模型

2.1　关于社会关系、资源配置与企业发展的有关理论评述2.1　关于社会关系、资源配置与企业发展的有关理论评述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把关系作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

人类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在1979年发表的《区别：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提

出了三种资本形式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Bourdieu 1994）。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是对社会资本进行理论分析的第一位重要学者。他在其199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达成某个目的的生产性因素，它是藏于社会结

构中的、基于信任的关系资源（［美］科尔曼著 1992:330－354）。就像人们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

将来可以随时取出来使用。

　　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有两种模式：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和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一般而言，在

传统社会中，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更为盛行，而在现代社会中，普遍主义人际关系色彩较浓。两者

的区分标志是，支配人们彼此取向的标准依赖还是不依赖存在于人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两者的

差别不仅反映了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差别，同时也反映了不同社会在制度上的差别。我们可以把特

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称为“强关系”，把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称为“弱关系”。

有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指出，产权是一束社会关系；存在着一种“关系理性”（Lin 1995:）和

“关系产权”（周 2005）。换言之，社会关系也在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中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

　　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记述和剖

析了在中国城市中人际关系网络的存在及其对稀缺资源的配置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在政府充

当资源配置的主角情况下，社会关系作为配角也有其不容忽视的作用。瓦尔德认为，在单位中，

领导者（如车间主任）与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之间的这种庇护性关系，是“镶嵌于”正式组织之中

的一种“非正式关系”，是公共因素与私人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正式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Walder 1986）。或者说，它是附属于正式组织中，以一套不同于正规组织原则－同志加

人情的交换规则为基础，而形成的“小圈子”关系。

　　中国社会学家李培林等不但剖析了乡镇企业对外社会和经济交换的情况，而且注意到在乡村

社会中建立企业，将特殊关系网络套在乡镇企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上，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组织

成本，但却会提高企业对外的交易成本（李培林、王春光　1993：64－77）。换言之，特殊主义的

人际关系可能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却不利于市场的发展。李培林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或亲缘或圈

子的特殊主义关系的交换和组织中产生了“人情信用卡” （李培林、王春光 1993：49－52）。在既

定群体内产生的这种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和交换关系，减少了群体成员之间关系总是局限在一

定的圈子里。在与“圈外人”交换时，不信任感较强，要达成某种交换需要更多的讨价还价，交

易成本较高。

　　1978年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私

营企业家利用个人所拥有的亲缘、同学、战友、同乡、邻居等特殊社会关系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地

位，帮助自己进入经济领域，获得各种生产资源，并促进企业的发展。在乡镇企业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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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德国学者联合完成的一个研究项目值得注意3）。

　　可见，在企业资源配置的力度和作用上，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强关系）要比普遍主义的人

际关系（弱关系）要大一些。

2.2．关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分析模型2.2．关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分析模型

　　一般认为，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和经营业绩主要有两只手，一只是看得见的手―“政府”，

另一支是看不见的手―“市场”。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了三

种类型的概括，即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Polanyi 1957 ）。学者们纷纷借用这种理

想类型的划分进行学术探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社会

变革，其根本就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极大地改变了这些社会的基本面貌，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被学者们誉为社会科学界的另外一个灵感源泉。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诺亚什·科尔内（J. Kornai）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对中央计划经济

（CPEs）进行过经典的论述。他认为，在计划经济的再分配体制中，国家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

重要的稀缺资源。这里所说的稀缺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得到就业、住房、权力、

威望等的机会（科尔内 1986）。在一个交易权力受到控制乃至禁止、信息不畅且严重扭曲、资源

普遍短缺的经济里，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有可能得到强化。

　　新制度主人社会学对市场转型中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探

讨。戴慕珍（Jean Oi）在对财政改革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

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理论（Oi 1992 ：1; 1995 ：144; 1998; 1999）。她认为，“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完全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这种

政府与经济结合的新制度形式，我称之为地方法团主义……我所说的地方法团主义是指一个地方

政府协调其辖区内各经济事业单位，似乎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Oi 1992：100－101）

魏昂德（Walder 1995）从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在组织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阐明了为什么地方政府

与高层政府相比具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行使作为所有者的权益，形成了“政府即厂商（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的理论（Walder 1995）。魏昂德对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研究源于对科尔内的研究的反思和深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

系，即政府作为所有者，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

的角色（Walder 1995：268－269）。

　　洪银兴和曹勇对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们指出，中国现今的市场

体制尚处于功能不完全的状态，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增长，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要用地方政

府对市场化过程的强有力推动作用来说明，政府实际上扮演了市场行动者的角色。在渐进式的经

济转型中，地方政府在创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积极的关键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洪银兴、曹勇

1996）。

　　杨瑞龙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在转型期的特殊功能和角色。他认为，一个中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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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

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

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变（杨瑞龙

1998）。

　　可见，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

方式，可能比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还重要。

2.3　本研究的基本调查资料和主要研究个案2.3　本研究的基本调查资料和主要研究个案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老字号”企业在1950年代公私合营4）、1980－1990年

代企业改制的洗礼下，一些“老字号”企业以国有控股或股份制公司的身份重新登上中国商业发

展的舞台，虽然和政府的关系变了，但其自身发展并不较国有企业差，而改制后一些国企的发展

也没有私营企业更乐观，这其中，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亲疏紧密程度对企业发展存在怎样的影响在

此次中国老字号企业调查中初露端倪。

　　2010年，我们组织全国各地的30多位调研人员5）历经近10个月的时间，通过对378位、来自12

个不同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34份、上海50份、天津35份、重庆38份、浙江41份、广州51份、辽

宁32份、福建11份、云南12份、吉林31份、河北20份和四川22份6））的老字号企业管理者的调查

发现，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同，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程度也不相同；关系程度不同，对其发展产生的

影响也不同。调查显示，中国“老字号”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共调查“股份制企业”管理者144家，占所调查的378家企业管理者的38. 1％，

是本次调查中最多的企业所有制类型；其次，“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分别为109家和

102家，分别占所调查的企业的28. 8％和27. 0％；“合资企业”和“其他企业”管理者共占所调

查的企业管理者的 6 . 0％，共23家企业管理者（张继焦、丁惠敏、黄忠彩 2011 ：11－12）。这样

来看，我国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为几种政企关系同时并存。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仍然保持着直属关

系；政府与股份制公司之间、与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帮助与被帮助的互惠

关系。对于不同所有制情况的企业，随着所有制的不同，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程度也不同。关系最

频数 百分比

国有企业 102 27. 0％

股份制企业 144 38. 1％

外资企业 0 0 . 0％

合资企业 13 3 . 4％

私营企业 109 28. 8％

其他 10 2 . 6％

总计 378 100. 0％

表 1　老字号企业所有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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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应该是国有企业，次之为股份制企业，再次为私营企业，最后为合资企业（刘萍萍 

2011：228）。

　　本文以北京两家医药“中华老字号”企业―鹤年堂、同仁堂为研究个案，探讨企业与政府

的关系，及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3．鹤年堂、同仁堂：两家医药“老字号”企业的基本情况 3．鹤年堂、同仁堂：两家医药“老字号”企业的基本情况 

3.1　“老字号”医药企业个案之一：鹤年堂3.1　“老字号”医药企业个案之一：鹤年堂7）

　　大凡五十岁以上的北京人，都念得出一句顺口溜：“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

可见，鹤年堂饮片剂在全北京城的赫赫有名。

　　鹤年堂最初由元末明初最著名的回回诗人、养生大家丁鹤年创立，字号中既嵌入他本人的名

字，也包含了《淮南子·说林》中“鹤寿百岁，以极其游”之意。由此开始，鹤年堂先后由丁鹤

年家族、曹蒲飒家族、王圣一家族、刘一峰家族等四大世医家族，共17代传承数百年。

　　据《北京市志稿》记载：“本市药业之开设最久、声誉最著者，若西鹤年堂，起于明……。”

鹤年堂始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前后，比创立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的同仁堂还要早

264年，比故宫早15年，比地坛更要早125年，跨过七个世纪、历经600余年岁月沧桑。

　　600多年间，鹤年堂屹立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见证了历史无尽的沧桑！丁鹤年、严嵩、杨

继盛、戚继光、李时珍、孝庄皇太后、王懿荣、谭嗣同、冯玉祥等等诸多风云人物都与鹤年堂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现存年代最久远的、从事中医药养生的药铺，在明清两朝就以为皇宫配制

药膳、养生酒、茶等扬名海内外，是京城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华老字号。

　　1949年以前，鹤年堂分为前店后厂，设有经理、账房、门市部、斗房（饮片拣选车间）、丸

药房（丸散膏 丹制作车间）、刀房［饮片切制车间）、鹿囿（养鹿场）、电碾房，印刷房。1929年

初设第一支店，位于东安市场西门内；1935年 8 月设第二支店，位于西单百货商场西门对面；

1936年 4月设第三支店，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鼓楼前（1951年停业）。

　　1999年，原国内贸易部授予鹤年堂“中华老字号”称号；2005年，老字号协会授予鹤年堂“京

城养生老字号，历史悠久第一家”的称号。2008年，“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项目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鹤年堂的主导产品―《1405·鹤年贡》系列养生酒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山东、韩国、

日本等地区上市，消费者反应强烈，尤其是被北京人民大会堂、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选为国宴用

酒；中央保健局、国家老龄委保健专用酒；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未来学会、中国养生学

会指定礼品后，不仅奠定了《1405·鹤年贡》系列养生酒―《中华第一养生名酒》的地位，而

且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同时，鹤年堂在投巨资建立生产基地的同时，以“养生

坊特许连锁经营”为发展模式，通过加盟连锁建立起覆盖全国、面向世界的销售网络 ,争取三年

内国内销售网点达到200家，倾力打造中华养生的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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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老字号”医药企业个案之二：同仁堂3.2　“老字号”医药企业个案之二：同仁堂8）

　　同仁堂（原名“同仁堂药室”，“同仁堂药铺”）创办于清康熙年间，确切年代已无法考证，

但不晚于1669年。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祖上早在明永乐年间就来到北京。乐氏祖籍浙江宁波，

以串铃做游方医生为业。其后世第四代乐显扬当了太医院吏目，并创办“同仁堂药室”。他立志

提高中药的质量，于是就在前门外打磨厂开办了一家制药作坊，后来又将“乐家老铺”改名“同

仁堂”。创始人乐显扬的三子乐凤鸣子承父业，1702年在同仁堂药室的基础上开设了“同仁堂药

店”，他不惜五易寒暑之功，苦钻医术，刻意精求丸散膏丹及各类型配方，分门汇集成书。他总

结前人的制药经验，完成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提出了“炮制虽繁必不敢

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训条，为同仁堂制作药品建立起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及

工艺规范，强调必须按方配药。1723年（清雍正元年）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

独办官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之久。

　　历经数代、载誉300余年的同仁堂，已发展成为跨国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同仁堂集团公司，

如今拥有境内、外两家上市公司， 连锁门店、各地分店已经遍布各大商场的店中店六百余家，海

外合资公司、门店20家，遍布21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行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北京大兴、亦庄、

刘家窑、通州、昌平，同仁堂建立了五个生产基地，拥有 41条生产线，能够生产26个剂型、

1000余种产品。 全部 生产线通过国家 GMP认证，10条生产线通过澳大利亚TGA认证。2004年 

投资1 . 5亿港元设立的境外生产基地—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于2005年底通过了GMP认证，为实

现生产、研发和营销的国际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3.3　小结3.3　小结

　　两家医药“中华老字号”企业―鹤年堂、同仁堂，从最初的堂室、到现在的股份制公司或

集团公司，经历了明王朝或清王朝由强盛到衰弱、几次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历史沧桑，其所有制形式、企业性质、管理方式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鹤年堂、同仁

堂的金字招牌为何可以600多年或300多年不倒？

4．19204．1920－1980年代以前，两家“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关系1980年代以前，两家“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4.1　19204.1　1920－1930年代：“废止中医案”1930年代：“废止中医案”

　　刘一峰执掌鹤年堂时遇到了关乎中医存亡的一件大事。当时旧中国的当权者盲目崇洋媚外，

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1929年 2月，国民政府

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

碍案”。“废止中医案”虽然得以通过但是没有执行。后来，汪精卫政府不让中医注册，中医们没

有执照，无法行医。1934年，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发表反中医的长篇演

说，指责中医不科学，这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怒，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在全中国展开9）。

　　在这个中医存亡的关头，全国的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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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代表大会；当时任北平国药业公会主任委员、鹤年堂老板的刘一峰联合同仁堂等北平医药界

人士，专门向国民党中央常委冯玉祥，递交了《全国中医药请愿团》的请愿书。几经磨难，《中

医条例》终于正式颁布，这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人们就把“3月17日”

这一天当成了“国医节”。

　　1939年，刘一峰为推动药铺行业的中医药专业水平，倡议并创办了“药学讲习所”。北京所

有的药铺都选员参加，请汪逢春、赵树屏等京城名医授课。后来又开办了两期的药学讲习所，当

时参加学习的一些优秀学员，如郭世奎、刘少章、节茂如等后来都成了就城著名的中医，为整个

医药行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0）。 1949年，西鹤年堂掌柜刘一峰当选北京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兼国药业同业公会主，并连任三届。1950年，西鹤年堂掌柜刘一峰召集北京著名中医，

在北京市卫生局的支持下，整理出版《北京市国药暂行统一配本》专辑。这些都是鹤年堂服务于

行业，有益也于社会的活动。

4.2　1950年代：公私合营对同仁堂和鹤年堂的不同影响4.2　1950年代：公私合营对同仁堂和鹤年堂的不同影响

　　（1）公私合营中的鹤年堂　　（1）公私合营中的鹤年堂

　　从1952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到1956年公私合营，老字号受到第一次冲击。

　　在公私合营中，鹤年堂的中药生产部门被划归了同仁堂和宣武医院中药房。以经营汤剂饮片

的鹤年堂，医药分开后就完全失去了竞争优势。鹤年堂的产品没有了、秘方献给了国家，鹤年堂

的特色消失了。曾经跟同仁堂平分秋色的鹤年堂，开始了不一样的命运。大批连家铺子、规模较

小的老字号取消了名号，只有少数声誉显赫的老字号得以保留11）。

　　（2）公私合营中的同仁堂　　（2）公私合营中的同仁堂

　　1948年，乐氏第13代传人乐松生接任同仁堂经理。 

　　自1952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时起，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

的保护，他对公私合营的事也积极起来了。于是，他开始慢慢地说服自己的家里人接受公私合营，

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乐松生带头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接受北京市

政府的直接管理。7月28日，接受由11人组成的工作组入驻同仁堂。那时，同仁堂成立了清产核

资领导小组，起草公私合营协议书。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

签字。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风雨飘摇258个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主义大门。对于同仁堂的工

人们来说，公私合营是令人高兴的事，因为他们感觉一下子解放了。原来同仁堂有一个规矩，就

是招来工人都要改名字，工人们虽然感觉受了侮辱，但是，也没有办法。合营后，工人们自己的

名字恢复了，大家也都更积极地去做工了。同仁堂是提前一年多的时间合营的。同仁堂合营后，

推动了北京市其他私营工商业的合营。

　　1955年初，彭真到同仁堂检查工作并会见了乐松生，肯定了他在公私合营中的表现。接着，

乐松生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乐松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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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同仁堂生产情况，勉励他为国家医药事业多做贡献。周恩来转达了他的妻子邓颖超对乐松

生的问候。邓颖超早年曾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任教，而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乐松生的伯父乐达仁。

同年，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历任全国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工

商联副主任委员。 

　　1956年，同仁堂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简称“工管会”，目的是对同仁堂实现企业民主管理。

工管会只承担决策，而不是一个生产管理的执行机构。“工管会”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同仁堂

的管理体制。1956年 1月13日，在同仁堂的影响下，北京市私营国药业，被北京市政府批准全行

业公私合营。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乐松生代表

工商界登上天安门，手捧巨大报喜信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1957年，以丸散膏丹闻名的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成立，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

　　1959年，同仁堂厂、店 牌号得以恢复。

　　公私合营后的同仁堂，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仁堂内部建立健全了党、政、工、

团的领导组织，增建了企业各项的管理制度。国家还投资扩建厂房，增添生产设备，促进生产迅

速发展。在管理上，破除了不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经营方式，原来同仁堂是一厂一店，自己生

产自己销售，生产的品种比较少。公私合营后，企业在国家统一安排下，北京市别家店的药同仁

堂也可以生产销售；同时在销售面上，也由一家一店自己销售，扩大到全国销售。

　　同时，在国家的扶持下，同仁堂彻底摆脱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简单的手工操作逐渐被

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设备所替代，比如说使用球磨粉碎机；再比如混合工序，原来是手工套研，

现在变为机器混合；熬膏药原来是两个小锅，前锅后锅，一天就这么熬，后来就变成大锅，像井

似的，直径有一米多，深三米，熬膏药也变成机械化了，比过去规模也大了。结果是素以“质高

价昂”知名于世的北京同仁堂成药，在公私合营后连续几次降价，成为质高价廉的产品，受到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面对合营后的新情况，同仁堂党支部领导全体职工先后进行人事劳动纪律、经营思想的整顿，

并相应建立了劳保条例、成本核算、生产统计、质量检查、专人配送料、出入库等制度;制定年

度、季度生产计划，和用户建立供销合同，改变生产的盲目性;增加设备，改进工艺技术，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特别注意了建立公私方共事的制度;使资方有职有权。通过改善经营管

理，开始体现了合营优势，职工的情绪也空前高涨。

　　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利润被分成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

分，即所谓“四马分肥”，国家和工人所得占了大头。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同仁堂的乐

氏家族经历过彷徨不安到主动接受的过程，但后来发现，“四马分肥”不但没有减少他们的收入，

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红利，工人的收入亦因此翻了番12）。比如，解放前，四大房每年在铺面

上提取银子 4万两，解放后四大房每年提取 5 . 6 万两。1953年，按照“四马分肥”原则，四大

房共分得红利171,561元，超过原来所得两倍多。时任经理的乐松生乐不可支：“原来担心合营会

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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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堂的好产品不愁没有销路。那时候，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

邮寄部表现得最明显，原来只有几个人，后来邮寄部增加到40多人还忙不过来，别鄂部门经常要

过去帮忙。

　　有一组数据最能说明同仁堂公私合营以后的效果，1959年比解放前夕的1948年，同仁堂的职

工人教由190人增加到539人，增长了近2 . 4倍；产值由16万元增加到1251. 9万元，增长78. 3倍；

蜜制丸药140万丸，增加到6864. 2丸，增长了49倍；水泛丸由4000斤增加到31.38万斤，增长78. 5

倍；虎骨酒由3万斤增加到30. 5万斤，增长了10倍。

　　公私合营以后，乐松生的社会工作也多了起来，自己忙不过来，就聘请了乐益卿和同济堂的

刘景玉做副经理，自己则抽出时间来做其他社会工作。

　　（3）1950年代，公私合营对同仁堂和鹤年堂的不同影响　　（3）1950年代，公私合营对同仁堂和鹤年堂的不同影响

　　从“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1950年代公私合营对同仁堂和鹤年堂两家“自负盈

亏”的私营企业产生了不同影响，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庇护”关系。

　　由于同仁堂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不但得到北京市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获得

了中央政府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赏识，建立起了跟北京市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庇护”

关系，从一家“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变成为一家受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保护和大力扶持的

国有企业。

　　然而， 在公私合营中，鹤年堂虽然不再是一家“自负盈亏”私营企业，而是一家“国营企业”，

但是，鹤年堂的秘方献给了国家，中药生产部门被划走了，汤剂饮片产品没有了，鹤年堂从一家

有一定规模的药店变成了一家小型药店，没有得到北京市地方政府的强力“庇护”，更得不得中

央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庇护”。

4.3　19604.3　1960－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对鹤年堂和同仁堂的影响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对鹤年堂和同仁堂的影响

　　（1）鹤年堂　　（1）鹤年堂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鹤年堂受到了第二次冲击，被改名为“人民药店”和

“菜市口药店”，直到1980年代，“鹤年堂”字号才重新恢复。

　　（2）同仁堂　　（2）同仁堂

　　1966－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当中，同仁堂可谓历经洗礼，甚至连“同仁堂”这个名字

也被迫取消了。那时，同仁堂制药厂被简单地改名为中药一厂、中药二厂。“文化大革命”之后，

同仁堂的名字才得以恢复。

5．1980年代以来，市场转型中政府关系对鹤年堂和同仁堂的不同影响5．1980年代以来，市场转型中政府关系对鹤年堂和同仁堂的不同影响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对鹤年堂和同仁堂分别产生了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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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尔内发现匈牙利过去市场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厂家或政府经济激励的缺乏，而是在于两者

间的关系，尤其是导致讨价还价体制的双边垄断，这种讨价还价软化了预算约束并弱化了经济绩

效。认为只有切断政府和厂家之间的所有权联系，讨价还价机制才会消失，预算约束才会硬化（科

尔内 1980）。然而，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展现出一幅“无私有化的进步”的奇

异图景。为什么中国的现实与理论如此不同？魏昂德提出了两个解释：第一个是预算软约束分析

通常假定只有一个“所有者”，即“国家”，然而，事实上公有制企业的潜在所有者与政府的各级

行政区的数目一样多。第二个与第一个密切相关，不同层级的政府在企业中的利益和对企业的控

制能力不一样。魏昂德提出了他的中心论点：科尔内关于组织假定的有效性随着行政级别的变化

而变化，这可以对地方政府所辖的公有企业为何发展得如此之好做出解释（Walder 1995 ：276）。

戴慕珍（Jean Oi）认为，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杠杆控制和介入企业的经营运作：一是工厂

管理。地方政府把企业承包或者租赁给个人而不是实行私有化，这有助于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与

控制。承包制把对集体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权分散下放，并且用金钱激励工厂经理提高工作效率

和增加生产。承包者可以对人事、发展、投资及生产提出建议，但是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政府手里。

二是资源分配。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调拨给地方的计划内价格的物资和本地拥有的稀缺资源，进

行有选择的分配。三是行政服务。包括协助企业取得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产品奖和减税机会

等常规服务；动员地方政府辖下的所有机构和组织扶植重点的乡镇企业等特殊服务；甚至直接给

予企业行政拨款。四是投资与贷款。控制投资和贷款决定是地方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杠杆

之一。控制投资和贷款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即：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评定企业贷款等级；

支持当地成立半私营的信贷组织等（Oi 1992：118－122）。

　　由于老字号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北京两家医药“老字号”企业鹤年堂、同仁堂的发

展历程，也可以说是北京和中国民族医药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国有“老字号”企业，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实际代表，企业的管理者自身是管理政府关系

的主体，国有企业的政府关系管理途径主要是直接管理（强关系）。同时，国有企业的投资运营

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符合相关利益团体的利益，因而，国有企业也会通过改

变公众和相关利益团体的期望而影响政府的政策，间接管理（弱关系）作为国有企业政府关系管

理的次要途径而存在。

　　大致来看，“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强关系－强发展”、“强关系－弱发展”、“弱

关系－强发展”、“弱关系－弱发展”等四种类型（刘萍萍 2011 ：227－234）。就鹤年堂、同仁堂与

政府的关系而言，大致来说，鹤年堂为“弱关系－弱发展”型、同仁堂为“强关系－强发展”型。

　　（1）鹤年堂：“弱关系　　（1）鹤年堂：“弱关系－弱发展”型的企业与政府关系弱发展”型的企业与政府关系

　　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鹤年堂，开始面对已经陌生的市场经济。从1992年开始，北京城的旧城

改造让鹤年堂伤筋动骨，鹤年堂一共拆迁了损失了3000多平米，经历了4次拆迁。1995年，鹤年

堂药店改制为鹤年堂药品经营公司。后又经历两次重组，经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鹤年堂，需要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现在，鹤年堂已经是三家法



张　继焦218

人单位和五个自然人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鹤年堂的领导人意识到，目前药品流通的业

务面临市场的整合，形成了20家大中型企业主导市场的局面，即销售额超过20亿的10家企业、超

过10亿的10家企业占了市场的90％，保存下来的小企业仅占10％的市场份额的局面。鹤年堂的药

品流通业务销售额为1亿元，在竞争中不占优势。在日新月异发展的市场面前，鹤年堂还面临着

与很多其他老字号相同的困难：发展缓慢、人才和资金缺乏、历史包袱重等等。为了重振“鹤年

堂”这块金字招牌的辉煌，鹤年堂新的掌门人开始挖掘“鹤年堂”留下的文化遗产。

　　近些年来，鹤年堂坚守传统，耐得住寂寞，不为浮燥的商业利益所驱动，而是在挖掘和传承

传统养生文化上下真功夫。鹤年堂组建了老中青三代传承人队伍，采取分类传承、贴身传承等方

法，对每一种传统产品制作技艺原滋原味地传承其传统技法，对每一剂传统配方精心研究其机理

及原料标准，对每一类传统调理方法、手法技艺深入探求其蕴含的内在医理，对每一条传统养生

理念进行深刻辨析并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在传承工作中循序渐进，成熟一个固定一个，并确定

传承人具体负责，逐项落实，不挂“空档”。这些扎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了鹤年堂在创立600年之

后仍占据着传统养生文化和技艺的高地。

　　如今，鹤年堂已挖掘整理出108种药膳、138种药粥、36种药酒、82种药汤，大多来自宫廷秘

方和民间验方。

　　2005年12月，鹤年堂与广州白云区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鹤年堂养生城”。根据协议，鹤

年堂提供管理、技术、品牌，广州白云区将提供资金和土地，首批投入资金在2亿元左右。据悉，

鹤年堂养生城将于2006年建成，占地1000亩，将成为我国南方地区的中药饮片集散地。鹤年堂还

在吉林建立了自己的参茸生产基地，并与国家GMP大型企业吉林长远药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共

同研制新型养生保健产品。

　　基于鹤年堂悠久的养生历史和深厚的养生积淀，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授予“中华老字号”、 “中

华养生第一老字号”、“京城养生老字号、历史悠久第一家”的荣誉称号，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

也被有关部门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目录”。鹤年堂人承载着复兴民族医学、将中华医药推

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2）同仁堂：“强关系—强发展”型的企业与政府关系　　（2）同仁堂：“强关系—强发展”型的企业与政府关系

　　1985年 2月，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同仁堂成立315周年庆祝大会。党中央、国

务院对北京同仁堂非常关心，对这次纪念活动十分重视 ,李先念、彭真、乌兰夫、王震、薄一波、

郑天翔、方毅等国家领导人为同仁堂题词达30余幅。

　　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同仁堂”为驰名商标，受到国家特别保护，“同

仁堂”商标还是中国第一个申请马德里国际注册的商标，大陆第一个在台湾申请注册的商标。 

　　1990年代，同仁堂和当时许多国企一样，遭遇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

的困境：库存结构不合理，市场经营混乱，而财务方面更是债台高筑，贷款高达 7 . 8 亿，欠银

行利息4,000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77. 4％，此时银行已不再提供贷款业务，更要把以前的贷款

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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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同仁堂制药厂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

　　1992年 7月，北京市政府决定，把北京市的中药资源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同仁堂经营，建立

起集团公司；7月 3日，以北京药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和同仁堂药店等21个核心单位注册组成

了“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8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集团成立大会，江泽民主席为同

仁堂题词，“发扬同仁堂质量第一的优良传统，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那时，同仁堂集团总销售

额也就四、五亿元，利润不过几千万元。传统中药都是手工制作，附加值不高。1980年代，同仁

堂所有固定资产尚不到两个亿，所有国有企业的通病在同仁堂身上都能找到：受三角债拖累，负

债累累；1995年银行甚至都不愿意给贷款，银行信用评级是BBB。

　　1997年，国务院确定120家大型企业集团为现代化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同仁堂作为全国唯一一

家中医药企业名列其中。6月，由集团公司六家绩优企业组建成立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

年 7月，同仁堂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上市共募集可用资金34248.56万元。这标志着

同仁堂在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中迈出重要步伐。让同仁堂集团上市，其实就是为了让同仁堂获

得资金，从而得到发展的机会。当时，同仁堂集团剥离出2亿元资产上市，成功筹集3亿多资金，

现在，这部分资产市值已经超过200亿元。12月，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八条主要生产线通过澳大利

亚GMP认证，为同仁堂产品进一步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1999年 2月，同仁堂发展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的宗旨是：立足全国、面向世界、着眼未来，

提高同仁堂产品的科技含量，为同仁堂在21世纪的腾飞提供拥有知识产权的“重磅产品”。 

　　2000年 3 月，同仁堂大厦落成。5 月，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月，

成立了同仁堂麦尔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始了向生物工程领域的初步探索。 10月，在香港成

立了同仁堂和记（香港）药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实现了国内首家A股分拆成

功上市，募集资金23878. 4 万港元，为同仁堂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国有

股分拆H股上市的第一例，被称为“同仁堂模式”。

　　2010年 6月，与崇文区卫生局合作，组建北京同仁堂崇文中医医院，并于 6月18日正式揭牌，

标志着同仁堂在实现中医中药有机结合方面，正在进行有益探索。7月，由北京市政府授权的中

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这标志着同仁堂实现了规范化的公司制的转变，

也是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2011年10月27日，同仁堂集团党委副书记陆建国表示，同仁堂旗下药店拟全部直营，在持续

进行的集团内控整顿当中，关停了个别违规加盟店，而且，近年内不会增开任何新门店。

　　2011年，同仁堂下属10家子公司重组已经启动，其计划将10家子公司整合，重组后包括同仁

堂股份集团、同仁堂科技集团、同仁堂国药集团、同仁堂健康药业集团、同仁堂药材（参茸）集

团与同仁堂商业集团在内的六大二级集团。

　　目前，同仁堂已经形成了在集团整体框架下发展现代制药业、零售商业和医疗服务三大板块，

配套形成十大公司、二大基地、二个院、二个中心的“1032”工程，其中拥有境内、境外两家上

市公司，零售门店800余家，海外合资公司（门店）28家，遍布15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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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市场转型中政府关系对鹤年堂和同仁堂的不同影响　　（3）市场转型中政府关系对鹤年堂和同仁堂的不同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同仁堂和鹤年堂两家“老字号”企业拥有与政府或强或弱的“庇护”

关系；在市场转型中，这种与政府或强或弱的“庇护”关系演变为与政府或强或弱的“代理”甚

至“信托”关系。

　　很显然，鹤年堂因为与地方政府的“庇护”关系很弱，所以，没能发展出其与政府较强的“代

理”关系。而同仁堂由于与地方政府的“庇护”关系很强，因此，发展出了其与政府较强的“代

理”关系，甚至是出现了“信托”关系。

　　下文以同仁堂为企业个案，进行分析。

　　在同仁堂，1991年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1992年组建集团公司，1997年上海上市，2010年香

港上市等一系列重大动作中，我们都可以若隐若现地看到北京市政府背后支持的身影。

　　在中央政府、北京市政府（地方政府）和同仁堂（微观主体）之间的三方博弈中，三个主体

在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阶段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而使中国市

场制度变迁呈现阶梯式渐进过渡特征。在这样一种制度变迁的框架内，中央政府因缺乏制度创新

的知识而依赖于北京市政府的知识积累和传递，但为了控制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也需要防止

北京市政府官员的“过度”改革；在行政性放权的条件下，北京市政府官员希望通过引入市场经

济制度搞活本地经济，赢得中央或上级政府认同的最佳政绩，因而具有捕捉潜在制度收益的动机，

但他们的制度创新既要获得中央的授权、默许或事后认可，也需要同仁堂在不给他们带来政治风

险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同仁堂为了经济自由和机会也渴望能扩大其自主决策能力的市场经济制

度，但难以直接成为中央政府的谈判对手和搭便车心理的广泛存在使集体行动难以形成，所以欢

迎北京市政府作为他们廉价的集体行动组织，同时同仁堂也受到来自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制

度创新约束。可见，北京市政府是连接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意愿和同仁堂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

也正由于他们的参与给制度变迁带来了重大影响。北京市政府参与制度创新大大降低了改革演变

成“爆炸式革命”的可能性；北京市政府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扮演主动参与者的角色使中国的制度

变迁轨迹呈现阶梯状，从而减弱了制度遗产对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的约束；北京市政府参与制度

创新可减弱市场取向改革的“政权约束”，使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中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原有的计划解体了，新生的市场经济尚未

成熟，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体制断裂，形成“体制洞”（边燕杰、张文宏　2001）。地方政府有必要

扮演积极的角色弥补体制的缺陷。同时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还掌握着某些特殊的资源，使之具有

参与经济的“本钱”。例如，改革初期实行“双轨价格”，地方政府掌握着部分计划价格物资的分

配权，使之有可能对辖下企业实行选择性的扶持。又比如，北京市政府对同仁堂的优惠政策支持。

因此，可以从市场化这一向度理解地方政府为何扮演了比成熟的市场经济之下的政府更多更积极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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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结：两家“老字号”的两种不同命运6．总结：两家“老字号”的两种不同命运

―成为“白天鹅”？还是“丑小鸭”？成为“白天鹅”？还是“丑小鸭”？

　　鹤年堂和同仁堂，同样是国有老字号企业，由于它们与政府存在不同的“庇护”关系，政府

对其监管方式也会不同，因此，导致了两者发展的不均衡，在各种资源和资金的分配、占有和获

取中，鹤年堂远不如同仁堂，导致了两者的发展出现了天壤之别。

　　鹤年堂为了中华医药，曾经在1920－1930年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医药企业。1950年代，在实施公私合营之后，同仁堂“受宠”于中央政府、北京政府，逐渐成长

国内外知名的医药企业，成为了中国“老字号”医药行业中的“白天鹅”。连“同仁堂”这三个字，

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中药代名词。而鹤年堂逐渐“失宠”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逐渐变成一只不知

名的“丑小鸭”，连北京市的知名品牌都算不上。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老字号企业曾经都属于国有企业。而这一现状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产权不明晰、管理滞后、管理成本过高等“国企老毛病”。比如，鹤年堂由于多次的公私合营、

企业改制等，终于从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在改制与公司合营的过程中，由于产

权不明确，其门市店铺由于城市规划遭到拆迁，从1992年起至今经历了四次拆迁，共损失了3000

多平米的店面，但由于改制导致的产权不明确，无法从政府处获得赔偿，目前有2000多平方米的

店面为租赁，租赁费用年逾百万，加重企业负担；同时，改制后原有员工素质低，由于工种限制，

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仍然是现在培养成熟工人的主要方式，但是出徒之后的工人很难留下，也许是

响应了国家“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号召，纷纷自行创业。鹤年堂负责人认为，虽然现在成为了股

份有限制公司，政府直接监管因素消除了，但其仍然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的服务力度不

够大，对企业的资源分配有限13）。

　　在同仁堂案例中，政府的支持成为其资本积累和扩张最为可靠地资源，同仁堂与政府间“庇

护”关系的增强导致其企业自身的强势发展。同仁堂作为一个成功的“老字号”企业案例不难说

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为直接管理（即政府为企业“庇护人”）时，会为企业带来强大的发展动力，

相应的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初步研究，我们还发现，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同仁堂在大

陆和香港分别上市之后，同仁堂出现了从“无私有化的进步”到“有私有化的进步”的转变，同

仁堂的民营化对中央和北京市政府行为形成明显的制度约束，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再扮演直接参与

企业经营管理的“企业家”的角色，即政府从“庇护人”变成了“信托人”，退出了企业，转为

从外部间接地推动同仁堂的发展。然而，政府对鹤年堂的“庇护”越来越少，政府更不可能成为

鹤年堂的“信托人”，而鹤年堂需要更多地“自谋生路”。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最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与转型的背景下，由于

“老字号”企业与政府的不同“庇护”关系，“老字号”企业自身的变化与其所承载的商业传统之

间存在着不同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出现了短暂的“断裂”；1980年代以来的市场

转型使两者的关系表面上是“非连续的”，实际上“老字号”企业自身的变化是在其所承载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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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传统上出现了所谓的“市场转型”或者“现代化”，形成了“新传统”。比如，多年来，同仁堂

依靠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自身较强的市场能力，解决了市场经济初期遇到的企业生存和职工

生活就业问题，并在摆脱生存危机后探索出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改革之路，完成了从传统企

业向现代企业、从前店后厂手工操作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转变，从生产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与生产

经营型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从粗放管理向集约化管理的转变，基本形成了跨地区、跨国界、跨所

有制的开放经营的新格局。目前，同仁堂正处于“先发展后规范”、“边规范边发展”等阶段。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动力之一，“老字号”作为一种实体企业

的发展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混合的。在鹤年堂和同仁堂两家“老字号”案例中，同仁堂

案例让我们看到，尽管国家资本主义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色彩也很明显；此外，

还有保留着一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份；然而，鹤年堂案例让我们看到，尽管自由资本主义是

主要的，但是，还有保留着一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份；甚至，也带有一点国家资本主义的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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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明代

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

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

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

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 / 7。

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典当商最为著名。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

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

徽商逐渐衰亡。

2）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徽州绩溪人胡雪岩创办的国药店，以宋代皇家的药典为本，选用历朝历代

的验方，以研制成药著称于世，一直到今天仍为中外人士所喜用，它和北京的同仁堂并称为中国著名的

南北两家国药老店。

3） 这个研究计划的主要成果是一套由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推出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

书”，如陈吉元和胡必亮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胡必亮和郑红亮的《中国乡镇企业

与乡村发展》、以及其它五本分别是关于中国五个不同省份的不同村庄的个案研究专著。

4） 公私合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和运动，完成了没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1953年 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

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

了会员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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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9月 2日，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公私合营暂行条例》。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

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

人会议，加强了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领导。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

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

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1966年 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简单概括

为：（1）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2）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3）企业盈利按“四

马分肥”原则分配。

5） 本研究课题得到了丁惠敏（浙江省老字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和黄忠彩（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会秘书长）两位同志的指导和支持，课题成员有：刘朝晖博士（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臧得顺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冯希莹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王焯（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阡博士（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

士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蓝达居博士（厦门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王川博士（四

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蓝宇蕴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李吉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顾胜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等10位“驻

地研究员”及其带领的11位学生，以及北京团队的13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舒瑜、

张小敏和郭宏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李宇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陈浩、

郭晓菲、刘萍萍和严锦梅，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殷鹏，中国林业大学的贾国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研究会的褚浩博，中央民族大学的王靖茹、冯卫国等）。

6） 本课题得到了上述12个省市商务部门或老字号协会的领导的大力支持、350多家企业有关领导的积极配

合对于所有的参与者，无论其贡献大小，我们都表示诚挚的谢意！

7） 2011年 6、 7月间，笔者带着北京调查组的人员，到鹤年堂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其企业领导人进行了

深入访谈。参与调研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张小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

陈浩、郭晓菲和刘萍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褚浩博等。参阅张小敏：“打造‘中华养生文化的

航空母舰’―600年老字号鹤年堂的机遇和挑战”，收于张继焦、丁惠敏、黄忠彩主编《老字号蓝皮书

―中国“老字号”企业发展报告No. 1（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3－326页。

8） 同仁堂是一家上市公司，很多信息都需要向大众公开披露。故，文中关于同仁堂的有关资料主要来源于：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官方网站：www.tongrentang.com。

9） 鹤年堂的掌柜子刘一峰十六岁就在药行学徒，曾经留学欧洲。他是中医药行改革先锋和社会活动家。是

鹤年堂的最后一代宗师。他的改革和药学讲习所，为中医药界提高行业整体水平作出了贡献。参阅胡晓

峰（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回顾与反思”，《亚太传统医药》，

2006年第11期。

10） 中医存废的争议至今没有消停。有的老中医说得好，中医的存废，取决于中医行业自身，而不是因为外

行人喊打倒中医，中医就会倒下。刘一峰在“废止中医案”后所进行的改革，也提醒当今的中医业界，

需要思考如何用中医的疗效、服务、管理、竞争力去赢得市场，赢得人心。

11） “北京老字号发展研究”课题组：“北京市老字号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

第 3期。

12） 据了解，当时同仁堂的待遇本来就比别的药店丰厚。在其他药店工作，一个月的收入能买120斤小米。

1953年 1月，在同仁堂工作，月收入能买180斤小米。而“四马分肥”后，一个工人的工资开到了每月

62. 5元，而当时的小米是每斤一毛三，一个工人的工资合480斤小米。

13） 2011年 6、 7月间，笔者带着北京调查组的人员，到鹤年堂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其企业领导人进行了

深入访谈。参与调研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张小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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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浩、郭晓菲和刘萍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褚浩博等。


